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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庙山一期：关于考古学文化陶器的认识与解读

摘要：《枝江关庙山》专题报告出版，有助于开展大溪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本文在考察关庙山遗址第一
期遗存陶器器类、组合与形态的基础上，梳理了峡江地区和澧阳平原相关遗址同类遗存的陶器，对照
界定考古学文化的普遍方法和基本原则对关庙山遗址第一期及同类遗存的性质进行分析。分析结果
认为，以关庙山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遗存，其文化属性属于大溪文化。文章还对考古学文化陶器形态
的区域差异及遗址差异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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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枝江关庙山遗址历来被视为大溪文

化的典型遗址，但是，由于材料发表较少，学

界对该遗址考古学文化遗存信息的认识不尽

完整[1]。最近，《枝江关庙山》专题报告出版（以
下简称《报告》）[2]，提供了系统研究该遗址材
料的机会。
关于遗址分期和各期的文化性质，报告

的结论与发掘者多年前论文里的观点一致，

即关庙山遗址的文化遗存可分为四期，四期

的性质皆为大溪文化[3]。但是，也有观点认为，
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遗存需要重新认识，
其中第四期遗存应该从大溪文化中分离出

来，列入油子岭文化，笔者也认同这一观点[4]。
另外，还有观点认为关庙山第一期遗存不属

于大溪文化[5]。《报告》的出版，可以对相关问题
做一些更为深入的研究，本文拟就关庙山遗址

第一期遗存陶器的文化属性及由此反映的问

题谈谈个人的认识。

一、第一期出土单位与陶器检索

关庙山遗址分若干发掘区，有四个发掘

区包含有第一期遗存。

Ⅰ区：该发掘区位于遗址东南部，分为东

西两片，西片11个探方，编号为T1～T11，东片
与之一沟相隔，有T10、T11两个探方。整个发
掘区的地层分为四层，第4层下有一条灰沟G1
出土陶器，有圈足碗、圈足钵、圈足罐、碟、三
足盘、圜底大盆、釜、鼎、器座、器盖等（图一）。
Ⅲ区：该发掘区位于Ⅰ区的西侧，共有12

个探方，编号为T31～T42。《报告》报道了其中
一个探方T36的地层堆积，该探方的第7层属
于第一期遗存。但是，并没有发表该层的任何
陶器，另外一个探方T39第7层也未发表遗物。
第7B层“底部”———或可以认为该层之下，有
两个灰坑H13、H14，其中H13出土有釜、圈足
碗、三足盘、小口广肩罐、圈足钵、器盖等（图
二）。

T54：该探方位于遗址的南部偏东，在Ⅲ
区的西边，是一个5×5米的独立发掘点。T54第
7层及H57出土了几件陶器，为不同类型的器
座（图三）。
Ⅴ区：该发掘区位于遗址南部，发掘面积

较大，文化堆积较厚，各探方第7、8层及相关
遗迹为一期遗存。该区出土一期遗存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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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有T57第7层，出土鼎、器座，第7层下有
H145、G8，出土有釜、圈足碗、三足盘、圜底大
盆等。T57第8层出土圈足碗、圜底碟、圈足罐、
釜、器座等。此外还有T61第7层及H144、T71第
7层及G9（图四）。
上述便是关庙山遗址第一期相关堆积单

位及所出陶器的基本情况。根据层位关系和
器物形态，第一期遗存可以做一些类型学考

察，比如陶器组合的变化、单类陶器的形态演
变情况，等等。单类陶器比如《报告》中8型、10
型、11型圈足碗中的相关标本，可以重新调整
其中的型式关系，H144∶2、T57⑧∶118、G1∶7三
件标本，其主要特点是口与腹部的形态，特别

是口唇外沿内凹，类似有“颈”的作法，是这类
器物的重要特征，其变化规律是由直口、弧腹
壁变为侈口斜腹壁（图五）。三足盘也是第一
期的重要器物，其形态演变特点也很明显，三

足由矮变高，腹壁由弧变斜，腹由深变浅（图

六）。此外，有些器物是本期阶段性特征的陶
器，如小口广肩罐在肩部内壁有带状凹槽的

特点只出土于第7层下的堆积单位，该特点是
较早阶段的产物。这个阶段的器物组合是带状
红衣釜、竖黑带圈足碗、三足盘。而圈足罐、鼓
形大器座、折壁碗、圜底大盆、小足鼎以及足跟
施按窝和扁锥形等特征，主要见于第7层及以
上堆积单位。这个阶段的器物组合是釜、折壁
碗、器座。而圈足碗、器座、圜底碟、圈足罐、三
足盘、釜是两个阶段共有的器物。因此，《报告》
将第一期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是符合事实的。
如此，则早段的主要堆积单位是各探方的第8
层 [6]、第7层下的H144、H13；晚段的主要堆积
单位是各探方的第7层、G1、G9、H57、F34等。
关于陶器的其他特征，据《报告》所述，早

段陶器以夹炭红陶为主，占65.3%；泥质红陶

图一 关庙山遗址 G1出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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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关庙山遗址 H13出土陶器

图三 关庙山遗址 T54第 7层及 H57出土陶器

为次，占16.67%；夹炭红褐陶较
少，占8.44%。在制作工艺上，均
为手制成型，口沿经过慢轮修

整。器表多涂深红色陶衣，凡涂
红衣的地方都经磨光。有的还利
用慢轮修整时将釜、罐等口沿外
表中部和肩上部的红衣刮削掉，

保留口沿上部和颈部两周带状

红衣。不少圈足碗的器表为红
色，器内为黑色，有的器表还有

几道竖向黑带，乃是烧制时窑外

渗碳所致。纹饰有线纹、钻窝纹、
戳印纹和镂孔，戳印纹多为圆点

状，一般以两个点为一组。晚段
陶器同样以夹炭红陶为主，占

77.48%；夹炭红褐陶为次，占
11.85%；泥质红陶占9.3%。均为
手制成型，口沿亦普遍经过慢轮

修整，器表多施深红色陶衣。新
出现按窝，三角形、菱形和“之”
字形镂孔。

二、关庙山第一期与
第二期遗存的关系

鉴于关庙山遗址第二期是学界公认的大

溪文化遗存，因此，讨论一、二期遗存的关系
是理解一期遗存属性的关键。要对该两期遗
存进行分析，则首先要比较二者之间的陶器形

态是否存在关联度上连续演变的关系，以及这

种关联度的演变是否为考古学文化内部的量

变，还是已经发生了质变。
《报告》表3-4-8对陶片器形的统计基本
列出了一、二期重要堆积单位出土陶片的器
形，显示二者之间器物数量的大致情况 [7]，结

合报告对相关器物的报道，可以对器类进行

初步统计，而一些特定器形的陶器，也可以作

为器类来统计。如此，可将一、二期的陶器器
类进行大致统计。一、二期均有的为圈足碗、
竖条带圈足碗、圈足钵、圈足罐、白陶圈足盘、

三足盘、圜底大盆、圜底罐、碟、圜底盘、釜、
鼎、尊 [8]、器盖、器座、鼓形大器座、小口广肩
罐，数量为17，列为A类；一期有、二期无的为
圜底钵[9]、刮衣陶釜，数量为2，列为B类；一期
无、二期有的为圈足盘[10]、彩陶圈足碗、豆、平
底盆、平底钵、平底碗、曲腹杯、薄胎单耳杯、
平底杯、筒形瓶、小口尖底瓶、平底罐、圈足
甑、平底瓮、臼、草帽形大器座、支座、陶转盘、
研磨器、纺轮，数量为22，列为C类。二者共有
的器类，可以视为关联度或相似度较高，从上

面的统计来看，几乎所有一期的器类，均可在

二期找到可以对应的器物，所谓“一期有、二
期无”的圜底钵和刮衣陶釜，实际上二期也有
相似的形态。因此，在器类上，一期的风格都
延续到了二期，一期与二期之间存在连续发

展的逻辑关系，反映了二期对一期的继承和

发展，这是相似性和关联度。差异性方面，则

83



图六 关庙山遗址三足盘的形态演变

图四 关庙山遗址Ⅴ区第 7、8层及相关遗迹出土陶器

指二期的一些器类与一期完全没有承继关

系，而是新出现的器类，数量为22。从这一点
看来，两期陶器在器类方面的差异性大于相

似度。
若要进一步考察一、二期的陶器形态，则

要具体到类以下的型、式上。在这个问题上，
严谨的方法是对《报告》所发表的陶器全部重
新进行类型学研究。但是，《报告》提供了大致
可以参考的类型学研究结果，无需在此做更

多的调整。检索《报告》陶器的型式分析可以

图五 关庙山遗址某一类圈足碗的形态演变

84



图七 关庙山遗址第二期灰坑出土陶器组合

看到，那些一、二期之间共有的和相似度高的
器类，一期陶器的“型”，都延伸到了二期，一
期陶器的“式”，要么在二期继续存在，要么在
式别上有了变化。换言之，一期陶器的风格和
元素，是被二期继承下来了。与此同时，二期
陶器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这种新因素大致

有两种类型：一种完全是新的器类，即不见于

一期，如圈足盘、豆、平底瓮、平底盆、平底钵、
平底碗、圈足甑、纺轮、曲腹杯、薄胎单耳杯、
平底杯、筒形瓶、小口尖底瓶、臼、草帽形大器
座、支座、陶转盘、研磨器，等等。另外一种是
吸收了外来因素，结合本地原来一期因素而

形成的器类，如簋、平底罐、彩陶圈足碗等。纺
轮的出现或许意味着某种新的生产分工和生

活方式的产生。
二期遗存的陶器形态及组合，可以从几

个典型单位来考察。H113出土圈足盘3型Ⅳ式
2件、4型Ⅰ式2件、6型Ⅰ式1件、6型Ⅱ式1件，
平底盆2型Ⅰ式1件，器盖8型Ⅱ式1件、9型Ⅳ
式3件、11型Ⅰ式1件。H141出土圈足碗3型Ⅲ
式1件、6型Ⅱ式1件，圈足盘4型Ⅰ式1件、4型
Ⅱ式1件、6型Ⅱ式2件、6型Ⅴ式1件，豆1型Ⅱ

式1件；簋2型Ⅰ式2件、2型Ⅳ式1件，瓮1型Ⅱ
式1件，器盖5型Ⅹ式1件、10型Ⅰ式1件。H102
出土圈足碗3型Ⅱ式1件、6型Ⅲ式1件、11型Ⅱ
式1件、11型Ⅲ式1件，圈足盘1型1件，圜底大
盆1型1件，杯1型Ⅱ式1件，尊Ⅰ式1件。结合其
他典型单位如H153、H112、H148、G5、G6的陶
器，可以了解到基本的器物组合是圈足碗、圈
足盘、豆；有的则配以杯、平底盆、彩陶碗、尊、
器盖、器座等，构成二期遗存的陶器群。H102
显示二期陶器的一个重要特点：一部分器物

向大型、厚胎、粗犷方向发展，另一部分器物
向小型、薄胎、精细方向发展，两部分器物相
差悬殊、对比强烈，暗示二期已经出现了不同
的陶器生产组（图七）。
上述从器形的角度讨论了第一、二期陶
器的相似性和差异性问题。不过，器形之外的
一些因素也应考虑，如陶质、陶色、制作工艺、
纹饰等。陶质方面，据《报告》表3-4-2，第一期
夹炭陶占81.54%，泥质陶占13.7%，夹蚌陶占
4.24%，夹砂陶占0.52%。第二期泥质陶占
50.87%，夹炭陶27.07%，夹蚌陶18.14%，夹砂
陶3.92%。比较这二期的陶质，由夹炭陶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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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为以泥质陶为主，虽主次关系发生变化，但

夹炭和泥质陶仍然是主旋律。陶色方面，据
《报告》表3-4-3，第一期红陶占88.62%，红褐
陶占10.81%，黑陶和白陶之和也仅占0.56%。
第二期红陶占92.18%，灰陶占3,23%，红褐陶
占3.04%，橙黄陶占0.21%，灰褐陶占0.49%，黑
陶占0.65%，白陶占0.2%。从陶色来看，二期的
变化是红陶比例大幅度增加，同时也出现了

灰陶、橙黄陶及灰褐陶，虽然比例很小，但说
明陶色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在制作工艺上，二
期陶器仍以手制成型，普遍经过慢轮修整，施

鲜红色陶衣并精细打磨，这与第一期的工艺

相似，没有大的变化。二期出现的薄胎彩陶是
一种新的工艺。纹饰方面，戳印纹普遍流行，
也出现了人字纹、篦划纹、锯齿纹和点状暗
纹。总体而言，一、二期陶器在陶质上均是夹
炭和泥质陶为主，陶色基本维持以红陶为主，

制作工艺上都为手制成型并经慢轮修整或打

磨，普遍在器表施红陶衣，二期陶器纹饰在一

期的基础上有了长足发展。

三、峡江地区同时期遗存

关庙山遗址所在的地区是峡江地区，按

照孟华平先生的意见，峡江是指三峡和江陵

为中心区域[11]。如此，则峡江地区是指湖北汉
水以西长江两岸的荆州、宜昌之全部和荆门
的部分地区。峡江地区出土与关庙山一期同
时期遗存的遗址还有江陵朱家台、阴湘城，荆
州荆南寺，宜昌杨家湾、伍相庙，秭归朝天嘴、
龚家大沟、柳林溪等。
朱家台遗址1991年的考古发掘发表了报

告[12]，该遗址第一期遗存出土的陶器以夹砂陶

为主，粗泥夹炭陶次之，泥质陶最少。陶色以
红色为大宗，也有少量外红内黑陶。器表多施
红色陶衣，也有在器表施红色条带，当是与关

庙山一期的做法一致。主要器类包括釜、圈足
碗、假圈足碗、平底钵、三足盘、碟、器座、器
盖、支座等。除了假圈足碗以外，其他陶器无
论从形态还是组合、陶色及工艺来看，均同于
关庙山一期遗存，在相对年代上可视为同一

时期。报告将一期遗存分为三组，1、2组为早
段，3组为晚段。早段的典型器类包括侈沿瘦
体的折腹和圆腹釜、器身弯曲且内有空的支
座、深腹的假圈足碗和圈足碗、折腹圈足罐、
小口圜底罐、深腹小碟、圈纽的器盖、瘦高体
型的器座等。晚段的典型器类较早段有了变
化，釜已经变为矮胖型，出现盘口；假圈足碗

腹部变浅；器座变矮。其他典型器类有圈足
碗、钵、三足盘、盆、深腹小碟等。这种变化与
关庙山一期早晚段的变化一致（图八）。
阴湘城遗址1991、1995年进行过两次发
掘，分别发表了简报[13]。1995年发掘的结果还
在日本《东方学报》刊文发表[14]。阴湘城第一期
遗存陶器以夹炭或泥质红陶为主，并有少量

磨光黑陶。流行褐红色陶衣及其与细绳纹、镂
孔、刻划纹或黑彩组成的复合纹饰，陶色内黑
外红较常见。典型器物有釜、碗、盆、碟、杯、三
足盘、圈足盘、鼎、器座、支脚等。《东方学报》
发表的报告详细公布了H78、H80等一批灰坑
出土的陶器（图九）。从这些陶器的形态及相
关工艺特点来看，相对年代与关庙山一期相

同，二者的文化性质一致。
荆南寺遗址出土的大溪文化遗存很少，

但从发表的陶器来看，该遗址部分探方的第6
层和第5层出土了关庙山一期的陶器，如T3⑤
B层就是一个典型单位[15]。
上述遗址位于江汉平原，均在汉水以西

的荆州地区，这些遗址之间的空间距离不远，

因此在文化面貌上比较一致，本文所检索的

这几处遗址的文化遗存，在性质上与关庙山

遗址第一期遗存一致。这类遗存在峡江的峡
区内也有分布。
杨家湾遗址位于长江西陵峡的一处阶地

上，该遗址自1985至1994年先后进行过七次
考古发掘，实际发掘面积达5231平方米。遗址
按照象限分区，第一象限即遗址东北区主要

是大溪文化早期遗存分布区，也是发现遗迹、
遗物最为丰富的地区。《宜昌杨家湾》考古专
题报告已经发表 [16]，报告将遗址东北发掘区

“大溪文化早期”遗存分为三段。这三段的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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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 朱家台遗址第一期遗存陶器分组分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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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九 阴湘城遗址 H78出土陶器

器器类基本没有变化，只是有某些器形的演

变。陶质方面，三个阶段都以泥质陶为主，夹
炭、夹草末、夹砂、夹蚌的“杂质”陶较少；陶色
方面，都以红陶为主，其次是黑陶或外红内黑

陶，褐、黄、灰陶的比例很小。三个阶段的纹饰
主要是凹弦纹和绳纹，有少量彩陶，如黑彩和

红彩。其他纹饰有刻划纹、镂孔、戳印纹、凸棱

和花边等。在器类方面，一段有罐、瓮、瓶、簋、
碗、盘、鼎、器座、支座和矮圈足，上述10类器
物可以在关庙山一期遗存中找到参照物，且

在类别和形态上都很相似。如罐的多种形态
与关庙山遗址釜的多种形态相似，但其中曲

颈、束颈罐（瓶）的特点是不见于关庙山遗址，
瓮则与小口广肩罐相似，簋具备了圈足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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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特征，假圈足碗见于朱家台遗址。其他如
三足盘、鼎、器座、折壁圈足碗等，与关庙山遗
址第一期陶器形态一致。二段新出现了平底
盆、平底钵、碟、鼓形大器座，彩陶数量增加，
内唇和外沿上部各绘有一周黄色彩带的陶钵

出现。本阶段不少圈足器的底部有刻划符号，
这是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三段的器类及形
态基本与二段相似。通过观察，可将杨家湾遗
址大溪文化早期陶器分为四组：A组陶器具有
与关庙山遗址第一期遗存相同的风格，应为

关庙山一期因素，这类因素占绝对多数。B组
陶器是有自身一些特点，或许与本土传统有

关，如束颈罐、刻划纹支座，以及圈足底部刻
划符号的风格，基本不见于峡区以外。C、D组
陶器是外来因素，如曲颈的釜、罐以及陶钵上
腹部施一周彩带的风格，应是外来因素的介

入，但来源地不同，前者可能来自汤家岗文化

分布区，后者可能来自仰韶文化分布区（图一

○）。但是，这种分组也不是绝对的，如假圈
足，在峡区多个遗址均见有这种风格的圈足，

辖区外的朱家台遗址也见，它究竟是峡区本

土还是外来因素，还需要进一步考察。
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期陶器基本沿袭了早

期的作风，早期的假圈足、曲颈罐（釜）、三足
盘等消失，其他器类和形态都延续到了二期，

二期新出现了草帽形器座、豆、杯、缸以及多
种型式的器盖。总体而言，从大溪文化早期到
中期，杨家湾遗址陶器的演变规律与关庙山

遗址一、二期遗存的演变规律相同。
伍相庙遗址于1984年进行两次考古发

掘，有简报发表[17]。其圈足碗、釜、碟等均见于
关庙山和杨家湾，施刻划纹和戳印纹的支座

也见于杨家湾。朝天嘴遗址于1985～1986年发
掘，发表了专题报告[18]，该遗址新石器时代Ⅱ

期文化遗存与杨家湾大溪文化早期遗存陶器

相似，而各种类型的支座、绳纹釜等应该是继
承了Ⅰ期文化遗存的特点。龚家大沟1981年
的试掘发表了简报 [19]，所出新石器时代陶器

基本形态与杨家湾大溪文化早期遗存陶器相

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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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一 柳林溪遗址二、三期遗存陶器

柳林溪遗址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进行
过多次发掘，发表了专题报告[20]。该遗址东一
区第6～9层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遗存，报告将
其分为三期五组，认为这三期五组全部为同

一性质的文化，即介于城背溪文化与大溪文

化之间的一支新的考古学文化———柳林溪文
化。不过，从陶器的形态和层位关系来看，二、
三期的第6、7层与一期的第8、9之间似乎在陶
器形态上有一些明显变化，如A型长鼓腹釜、B
型圆鼓腹釜、B型方柱支座、A型和B型侈口
罐、Aa型矮领罐、瓮、器表施刻划纹和篦亚条
纹的Aa型圈足碗等，盛行于一期，到了第二期
有的消失，有的仅少数以孑遗形态残留。第二
期新出现了不少器形，如顶柱相连的Ab型支

座、敛口带颈的Bb型圈足碗、斜折壁的C型圈
足碗、底部施刻划符号的圈足碗、三足盘等，
均是大溪文化早期的典型器物，与Aa型器表
施刻划纹和篦压条纹的圈足碗不共存。器表
有黑色彩带的做法，也只见于大溪文化早期。
因此，有理由将一期与二、三期分开，将一期
列为柳林溪文化 [21]，二、三期列为大溪文化，
二、三期遗存在文化属性上与关庙山第一期
遗存相同，年代也相当（图一一）。峡江地区柳
林溪文化遗存的相关遗址除了柳林溪外，还

有孙家河[22]、朝天嘴等遗址。柳林溪文化陶器
的陶质以夹砂陶为主，但泥质陶所占比重也

较大；陶色以红陶为主，灰黑陶也占有一定比

例。器类构成主要是三类：一类来自峡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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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背溪文化；另一类是来自外地，包括洞庭湖

地区的汤家岗文化；还有一类是自身的独创。
其自身独创是最具特色的，如多种型式的施

刻划纹和戳印纹的支座，以及支座上的刻划

符号，是柳林溪文化最重要的特色之一，这一

特色重点影响了峡区的大溪文化早期遗存，

但少见于关庙山、朱家台等平原地区遗址，故
孟华平先生曾建议将峡区与平原地区的大溪

文化遗存分为两个类型[23]。

四、澧阳平原相关遗存

澧阳平原与峡江地区在地理位置上毗

邻，二者很早就有文化交流，彭头山文化的扩

展催生了城背溪文化，彭头山文化晚期又与

城背溪文化有频繁互动，皂市下层文化与城

背溪文化也交流甚密，汤家岗文化的不少因

素也影响到了柳林溪文化。从城背溪文化到
大溪文化，澧阳平原与峡江地区的文化进程

是同步而联系紧密的。关庙山一期遗存阶段，
澧阳平原对应的则是大溪文化一期。这个时
期的主要发现是澧县城头山遗址和安乡汤家

岗遗址。
城头山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位置略为靠

近西部的山前，该遗址自1992年以来，连续经
过了十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丰富的大溪文

化遗存，《报告》将其分为四期[24]。大溪文化一
期的主要堆积单位包括第一次筑城前后地

层、壕沟、灰坑等单位；还包括祭坛、祭祀坑以
及相关的墓葬和灰坑。从东北城墙的情况看，
T1620～T1622的第14、15层位于筑城之前早期
壕沟之中的堆积，大致略早于城墙，这里出土

的遗物是大溪文化年代最早者，主要可见釜、
圈足碗、曲颈罐、瓦棱纹圜底钵、折腹圜底钵、
平底钵，这是一组标志性的器物，这组共存关

系也在灰坑和其他堆积单位中多次出现。如
东城的H315、H348等也出土类似的器物，说
明这类标志性器物是反复共存的（图一二）。
陶质方面，以夹砂陶为主，次为泥质、粗泥和
夹炭陶，也有极少量的夹蚌陶；陶色以红陶为

主，次为褐陶，有一定的酱黑陶、黑陶、橙黄陶

和白陶，流行器表施红衣的现象，也有很少的

彩陶。纹饰主要有绳纹、弦纹、瓦棱纹、戳印
纹、锯齿纹、压印纹、附加堆纹和镂孔等。制作
工艺方面以手制为主，有慢轮修整，有的酱黑

陶及器表施红陶衣的陶器还有器表打磨。城
头山大溪文化一期陶器的器类如釜、圈足碗、
圜底的盆、钵等在形态上与关庙山一期相似，
其曲颈罐、彩陶罐等又与杨家湾遗址大溪文
化早期、柳林溪遗址二和三期同类器物形态
相似。
汤家岗遗址位于澧阳平原东部的安乡

县，该遗址在1978、1990、2007年三次考古发
掘，遗址包含有丰富的汤家岗文化与大溪文

化遗存。根据《安乡汤家岗》报告，第一期遗存
为汤家岗文化，第二期遗存为大溪文化[25]。一、
二期遗存关系密切，是同一个文化谱系的两

个发展阶段。第二期遗存大量出土于地层、灰
坑，可取相关典型单位对其做一了解。北区5
层以下堆积单位出土的陶器与关庙山一期及

杨家湾大溪文化早期遗存陶器相似，这些陶

器以釜、曲颈罐、圈足碗、平底钵、圜底钵、圈
足盘、器盖为主要组合，陶器群中还有缸、豆、
杯、小口广肩罐、器座等（图一三）。报告将第
二期遗存分为三段，第一段陶器的陶质以夹

炭羼砂陶为主，次为泥质陶。陶色以红色为主
基调，器表多施红衣，有少量褐陶、酱陶和白
陶，也有少量的彩陶。纹饰多绳纹、戳印纹、刻
划纹、几何形印纹、瓦棱纹、附加堆纹、锯齿
纹、弦纹、镂孔等。制法以手制为主，为泥片贴
筑，器表稍加修整。第二段在制法上出现慢轮
修整，并有打磨技术。陶质陶色基本不变，纹
饰方面，弦纹、戳印纹跃居榜首，其他纹饰依
然存在，红衣现象普遍。第三段出现了外红内
黑陶，且陶质陶色差异很大，本段泥质陶居首

位，其次为夹砂陶，夹炭羼砂陶退至末位。陶
色方面虽仍以红陶为主，但比例下降，新出现

了灰陶和黑陶，白陶不见。纹饰方面也发生结
构性改变，弦纹、镂孔及按窝比例大幅上升，
绳纹、戳印纹、刻划纹等下降，前两段流行的
瓦棱纹、锯齿纹、几何形印纹、附加堆纹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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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三 汤家岗遗址北区地层出土陶器

图一二 城头山遗址大溪文化一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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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存。报告认为一、二、三段基本可以与城头
山遗址大溪文化一、二、三期对应起来[26]。但从
器类及陶形态来看，其一、二段大致可以与关
庙山一期的早、晚段对应，三段可以与关庙山
二期对应。因此，汤家岗遗址第二期遗存第
一、二段相当于关庙山遗址第一期，第三段相

当于关庙山遗址第二期，它们在年代和文化

特征方面都非常相似，都应归为大溪文化（图

一四）。

五、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
文化属性

图一四 汤家岗遗址大溪文化陶器分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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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从关庙山一期遗存出发，并以其为

参照，对峡江地区和澧阳平原诸多遗址同类

遗存进行了考察，在考察中遇到一个不可忽

视的问题：诸遗址中的陶器器类及器物形态，

都无法与关庙山一期遗存完全一一对应。换
言之，诸遗址的陶器群中只有大部分陶器能

够与关庙山一期遗存之大部分陶器对应，各

遗址出土的陶器组合存在彼此交错搭配的现

象，这种现象在多个遗址中又因遗址本身陶

器的差异而混搭。在空间距离稍远的情况下，
早期形态的陶器还窜到晚期阶段里扮演一定

角色。流行于诸遗址间的陶器风格，无论是器
类还是形态，似乎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空倒

错现象。不过，任何现象都不会是空穴来风，
表面看起来杂乱无章的现象，其背后都有着

内在的逻辑关系。因此，考察关庙山第一期及
同类遗存的性质，应从多个遗址出发，多角度

地检视和对比。当然，目前的所有研究都只是
基于现有材料分析得出的暂时结论，将来随

着考古工作的开展以及新材料的出现，目前

的结论将会得到修正。
（一）关庙山第一期及同类遗存陶器之异

同

在关庙山遗址，第一期遗存的陶器类型

中，不见朱家台遗址第一期遗存的假圈足碗、
平底钵、缸。反之，朱家台遗址第一期遗存亦
不见关庙山遗址第一期遗存中的小口广肩

罐、腰鼓型器座。这两处遗址同样没有发现存
在于柳林溪遗址和杨家湾遗址的带刻划纹和

戳印纹支座，后两处遗址中的曲颈罐也不见

于前两处遗址。柳林溪遗址中的敛口鼓腹圜
底钵乃是该遗址传统风格，不见于其他任何

遗址。柳林溪遗址支座顶部及与杨家湾遗址
同样在圈足底部刻划符号的特点不见于峡区

外的任何遗址。曲颈罐的特征本是澧阳平原
新石器文化的古老传统，自皂市下层文化、高
庙文化、汤家岗文化以来就延续不断，这类曲
颈及施彩的作风却越过以关庙山为中心的峡区

山前平原地带而进到峡区的杨家湾、柳林溪等
遗址里，有如跨越式传播的“插花和飞地[27]”。

如柳林溪遗址第一期的A型、B型侈口罐，A
型、B型盘口罐，A型圈足碗，C型圜底钵，三期
的B型Ⅲ式、Ⅳ式盘口罐（曲颈罐）也均来自汤
家岗文化。因考古工作的不充分和不平衡性，
这种“跨越式传播”却是史前文化交流中的一
种常见现象。就澧阳平原而言，本地区相当于
关庙山第一期的相关遗存在陶器整体风格上

是一致的，但也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瓦棱纹

陶钵、折腹圜底钵不见于峡江地区。峡江地区
流行的假圈足不见于澧阳平原，峡江地区流

行的圜底碟、折腹圈足碗、腰鼓形器座、折腹
形器座等不见于或少见于澧阳平原大溪文化

一期，但在大溪文化二期中出现。当然，澧阳
平原的圈足器底也不见柳林溪和杨家湾遗存

中的刻划符号，也无刻划纹的支座。
从陶器形态、陶器组合来判断某一类遗
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是现阶段考古学研究

中的基础性工作。但是，遗址—陶器—考古学
文化三者之间的不确定性严重影响了研究者

之间的认知。不妨先假定关庙山第一期遗存
为一个独立的阶段或一个独立的文化，毋容

置疑，这个独立阶段的文化遗存的遗址显然

不止一处。考古学文化的典型器物组合不一
定非在一处遗址全部出现，即使是一处重要

的典型遗址，也不可能囊括所有的典型陶器

种类，即使囊括了所有典型陶器种类，也会因

发掘的规模和质量而不一定能被挖到。如此，
则上述的描述仅仅是对已经发掘的考古材料

的一种初步结论。对于一处考古遗址而言，如
非全部彻底发掘，则已有的材料无法排除某

类器物存在的可能。因此，若将关庙山第一期
及同类遗存视为某一特定时空阶段的产物，

这在这个特定时空中具有与关庙山第一期遗

存绝大部分陶器相同和相似、核心组合相同
并反复共存者，应视为同一性质的文化遗存，

而这诸多遗址同类遗存的加盟，则不仅丰富

了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文化内涵，也为进一

步考察该类遗存的源流及其性质提供了线索。
（二）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文化属性

从关庙山一个遗址而言，或以朱家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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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遗址而言，对于其遗存性质的认定确实会

产生不同的认知。关庙山一期与二期有差异，
朱家台一期与二期也有差异，但这种差异是

否是区别文化性质的标准？仍然是一个需要

讨论的问题。考古学文化从它被界定的那个
时刻起就不是铁板一块，并没有特别明显的

边界。不过，如果用绝对的标准去考察特定时
空的某一遗址、某一堆积单位出土陶器的文
化属性，则关庙山遗址大溪文化一至四期完

全可以分解成四个甚至更多个文化。由此类
推，不同遗址发现的同一属性的文化遗存或

许都可以分解成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但是，正
如前述，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文化界线，因为

没有哪一单个遗址出土的陶器能够囊括某一

个考古学文化的全部器物，一个遗址的小面

积发掘更不能囊括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所有器

物形态。有的器形会在某个遗址的器物组合
中存在，但会在另一个遗址的组合中消失，或

甚至出现在另外的文化里，这种现象较常见。
因此，要多比较一批遗址，把全部能够反映该

考古学文化的堆积单位和包含物都找出来，

再来界定是否可以构成一个考古学文化。前
面的考察显示，在峡江地区和澧阳平原并不

存在纯之又纯的关庙山第一期文化遗存，诸

遗址间陶器的器类与形态只是大部分相同。
这大部分相同的陶器就是考古学文化上所说

的器物组合，较为稳定的器物组合在多个遗

址反复出现的同类遗存就应该划为同一属性

的考古学文化。
判断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性质，主要是

看其与被视为正宗大溪文化遗存之间的关联

性有多大。这种关联性的考察也不能仅仅从
一个遗址出发，而要放到整个大溪文化存在

的时空背景中。前述关庙山第一期遗存与第
二期遗存之间，二者均相同的器物种类数量

为17，不同者为24，由此看来，差异性要大于
相同性。但是，一期的所有器类和形态，均延
续到了二期，可理解为二期并非彻底抛弃一

期的传统，只是加了许多新的因素而让人感

觉到产生了风格变异。在一个文化系统内部，

随着一定的量的积累和外来因素的介入，在

某个阶段出现许多新因素是自然的。关庙山
二期新增的一些器类，如圈足盘、豆、平底钵、
平底碗、支座等，虽不见于关庙山一期，但见
于其他遗址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同时的相关

遗存。这种情况在朱家台遗址里同样有所表
现，该遗址第二期与第一期相比，陶器也有较

大的差异。朱家台第一期的器类包括折腹釜、
圆腹釜、支座、假圈足碗、圈足碗、平底钵、圜
底钵、三足盘、碟、盖、器座，其中以釜、支座、
假圈足碗、圈足碗、三足盘、碟、器座为常见，
构成了典型的器物组合；其中假圈足碗、三足
盘、小碟为该类遗存所独有。第二期遗存的器
类包括鼎、釜、圈足盘、圈足碗、平底钵、平底
盆等，其中以釜、圈足盘、圈足碗为常见，构成
了典型的器物组合；其中内敛口圈足碗、圈足
盘为该类遗存的特色器类。原报告结合陶质
陶色来判断，朱家台第一期遗存与第二期遗

存的文化性质有着本质的区别，应为“两种性
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如果单从一个遗址本
身陶器的对比，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不会有问

题的。但判断考古学文化的前提是同样形制
的器物在一个区域之内几个显然不同的聚落

一起重复出现。判断考古学文化的标准是“几
种特定型式的器物，经常在一定地区的某一类

型的住址或墓葬中共同出土，这种具有特定

组合关系的遗存，便属于一种考古学文化[28]。”
柴尔德在论述考古学文化时指出，重复不断

出现的器物的组合，或者几组反复证明有共

存关系的器物类型，就组成了所谓的文化。他
还指出，在定义文化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器

物类型都需要在该文化的所有组合中重复出

现。“我们不能期望在每一个房子或墓葬，甚
至所有的聚落和墓地中都能够找到所有的类

型。”[29]夏鼐在定义考古学文化时强调，在考

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

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类型的骨器和装饰

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

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的特定类型
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叫它为一种“文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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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指出，并不要求这文化中所有作为特征的

类型品在每一个墓地或每一个居址中都全部

出现[30]。仔细比较朱家台第一期与第二期遗存
的器类，发现其情况与关庙山遗址颇为类似，

其第一期遗存的绝大多数器类，在二期继续

沿用。一期的几种典型器类不见于二期，但在
其他遗址的典型大溪文化遗存中有发现，且

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的同类器形共存，如假

圈足碗在杨家湾遗址大溪文化中期遗存中发

现，三足盘在关庙山遗址第二期遗存中发现，

小碟在城头山大溪文化二期遗存中发现。不
见于关庙山和朱家台第一期遗存的平底钵，

却多见于柳林溪遗址二、三期，即大溪文化早
期。平底钵也见于城头山大溪文化一期遗存。
朱家台第一期遗存不见圈足盘，但在汤家岗

遗址和杨家湾遗址大溪文化早期遗存中都有

圈足盘存在，阴湘城大溪文化一期也有圈足

盘。因此，朱家台遗址二期与一期的这些差
异，实际上仅仅是单个遗址小面积发掘所得

出的认知，无法涵盖某一个区域阶段性的考

古学文化遗存陶器形态和器物组合的实际情

况。要较全面地认识一考古学文化，需对其不
同时代不同类型的遗存作系统的揭示[31]。
杨家湾大溪文化中期遗存的属性是典型

大溪文化，其陶器基本沿袭了早期的作风，早

期的曲颈罐（釜）、三足盘等消失，其他器类和
形态都延续到了中期。中期新出现了豆、杯、
缸以及早期同类器物的多种新形态。总体而
言，中期是对早期的继承和发展。柳林溪遗址
新石器时代一、二、三期遗存存在较大的关联
性，因此报告将其全部归为一个考古学文化，

本文提出将二、三期列为大溪文化，主要是考
虑到其与杨家湾大溪文化早期及关庙山第一

期遗存之间关系密切。因柳林溪文化影响之
故，该遗址大溪文化颇带有较多柳林溪文化

的遗风。但总体而言，其二、三期遗存具备了
大溪文化的基本特征，且这些特征还在澧阳

平原及峡区多个遗址反复出现。城头山遗址
大溪文化一期与二期之间关系密切，釜、圈足
碗、曲颈罐、钵、瓮是两期均有的器类，二期新

出现了圈足盘、折壁碗、豆、鼎、器座，这些新
器物在城头山遗址来看，是一期遗存不见的，

但是这些器物全部见于与城头山大溪文化一

期年代相当的汤家岗遗址第二期遗存一、二
段。
以上分析可知，诸遗存最基本的器物组

合是釜、圈足碗、圈足盘，是关庙山第一期及
同类遗存与典型大溪文化共同一致的器物组

合。与关庙山第一期遗存年代相当的上述遗
存，在陶质陶色及制作工艺上也基本一致，如

陶质多为夹砂或夹炭，陶色以红陶为绝对优

势。陶器均为手制，较早阶段的还保持泥片贴
筑，较晚阶段出现泥条盘筑，多经慢轮修整，

有的还打磨，器表多施红色陶衣，并且由深红

色陶衣发展到大溪文化二期的鲜红陶衣。在
纹饰上流行绳纹、戳印纹、刻划纹、镂孔等，这
也是大溪文化较早阶段的突出特征。
综合前面的考察可以得出结论：关庙山

第一期及其同类遗存，在陶器器类、器物组
合、形制及陶质陶色和制作工艺上与以关庙
山二期遗存为代表的大溪文化属于同一性质

的文化。关庙山一期及同类遗存属于大溪文
化的较早阶段，总体而言，可以列为大溪文化

第一期，其中还可以划分出早晚发展的若干

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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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rst Period of Guanmiaoshan ———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on Pottery Wares
i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Guo Weimin
（Changsha, Hunan 410008）

Abstract: The publishing of the special report Zhi Jiang Miao Guan Shan contributes to further
studies on Daxi Culture. This paper observes pottery ware’s type, combination and pattern in the first
period remains of Guanmiaoshan Site, and studies their characteristics with a comparison to similar
remains in the Three Gorges area and the Liyang Plain, showing that remains represented by the first
period of Guanmiaoshan belong to Daxi Cuture. Moreover, differences among regions and sites also b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Keywords: Daxi Culture, pottery pattern, ware combination, archaeologic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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